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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知识产权保护为视角，阐释了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复杂非线性演化理论机制。本文运用OLS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基于2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 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升级，对Ⅱ类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大于I类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呈现先扬后抑的“倒U型”；我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的平均实际强度低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最适强度”。本文的研究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为新常态下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非线性关系；最适强度
中图分类号：F752.6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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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mplex nonlinear evolution theory mechanism of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upgrading.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 service outsourcing demonstration cities, this paper uses OLS regression and fixed effect regression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The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of type II Service Outsourcing demonstration citi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ype I cities;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presents an inverted U-shape; The average actual intens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China's service outsourcing demonstration cities is lower than the "optimal intens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under the new norm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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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是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迅速崛起不仅可以推动一国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也可以提升服务业的技术水平（王晓红，2019）[1]。近年来，因为我国有着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比较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所以国外发包商会把我国当作主要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地（魏思敏，2016）[2]。后疫情时代，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逆势增长，2020年我国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达1404.1亿美元，执行额为1057.8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5.8%和11.4%，完成了“十三五”中制定的千亿美元目标。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和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外包是推进对外贸易创新的重要举措。
国外企业对承接地区的选择与该地区的开放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息息相关，市场竞争环境是否公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否完善已经成为全球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参考依据(Brander和Spencer，2021)[3]。虽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筹备工作起步较晚，但是我国对其非常重视，“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也作为单独一节写入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现有研究表明，发包商认为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弱的地区，其核心技术被盗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他们通常会放弃知识产区保护水平较弱的承接地（Ramos-Hegazy等，2020）[4]。然而，过度的保护又可能阻碍新进入企业的发展，导致外部的创新资源无法进入产业内部（李明艳，2020）[5]。那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究竟是会促进还是抑制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鉴于目前尚未有研究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实际影响效果，本文将对上述问题逐一验证。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在现有研究中，关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产业内催化因素和产业外环境因素：
产业内的催化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储备、成本优势和服务商提供的技能水平(Sass和Fifekova，2011；刘卫东，2017；Bhattacharya和Singh，2019；宁靓等，2015；Madan，2019；Martinez-Noya等，2012；苏凤敏，2019)[6-12]。 刘卫东（2017）认为随着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产业内的人才结构需要一定的重置，掌握了供应链管理、网络信息技术和统计分析等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将取代单一型人才成为该产业的中流砥柱。Bhattacharya和Singh(2019)在其研究中指出，随着服务外包的日益普及和快速发展，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了影响其产业升级的核心因素。宁靓等(2015)在研究劳动力对服务外包产业升级影响时认为，在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高素质劳动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Madan (2019)指出不论是在制造业外包还是服务业外包中，工资收入水平的高低都是影响它们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苏凤敏（2019）在研究服务外包产业升级路径时指出，因为技术进步和市场的扩张可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的升级，所以企业要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加快技术的更迭。
产业外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因素、文化和语言环境（Dhillon等，2013；龚瑞风等，2015；朱晓明和潘龙清，2006；徐跃权，2018；Miseviciene等，2018；卢峰，2007）[13-18]。Dhillon等(2013)认为接包方所在区域的政策能否保离岸证服务外包合作的安全决定着国际服务外包合作的成败，其中接包方所在区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保证合作安全的关键。朱晓明和潘龙清(2006)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通讯网络设施可以显著影响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徐跃权(2018)指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交通和网络资源对服务外包产业的转型升级尤为重要。卢峰(2007)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菲律宾的离岸服务外包状况后指出，影响一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有文化兼容和语言优势等等。
1.2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影响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尚未给出一致答案。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存在正面促进效应（Sevim和Gassmann，2021；陈天朗，2011；吴汉东，2014；李钢等，2012；Chakravarty，2020；李含婷，2009；安志，2019）[19-25]；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存在负面抑制效应（Maskus，2008；魏凌杰，2014；卢荣，2010；王子倩，2020；刘丽慧等，2013；吴延兵和米增渝，2011；裘莹，2014）[26-32]。
从正面促进效应来看，陈天朗（2011）指出，因为服务品本身具有高知识属性、无形性和低边际成本，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中以技术密集型业务为主的知识流程外包（KPO）能受益于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而在整个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中的比重得以提高，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也得以实现升级。吴汉东（2014）认为对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能力，而创新的技术容易被盗取或者恶意模仿，所以对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来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非常关键的。Sevim等（2021）在其研究中指出，创新者的创意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保护，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获得应有的经济回报。安志（2019）认为创新能力强的服务外包企业作为离岸服务外包领域的既得利益者，正在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快速的发展。李含婷（2009）在研究知识密集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时发现，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接包地企业承接到知识密集型外包业务，进而去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升级。
从负面抑制效应来看，在位的服务外包龙头企业可以借助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获得一定的市场势力，阻碍新进入企业的发展（魏凌杰，2014）。与此同时，在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在位企业为了控制风险，会弱化进一步创新以获得更高技术密集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意愿（裘莹，2014）。对新进企业来说，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加强，一旦其创新的产品和在位企业已有的产品近似，它们就可能被判定存在剽窃的行为(Maskus，2008)。卢荣（2010）指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想要进入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企业会有很大的威慑作用，这对于需要多元化创新和百花齐放的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而言极其不利。王子倩（2020）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会对非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外包产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非知识密集型业务的比重不会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加强而大幅下降，那么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将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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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升级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新进企业新产品易被判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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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图
以上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然而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第一，知识产权保护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相关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的逻辑演绎为主；第二，没有兼顾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结构升级的双面影响，仅默认线性影响的基础上构建检验模型；第三，国内的研究样本主要省份或第一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主，缺少2016年后新入选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2 实证分析
2.1 研究样本和指标选取
[bookmark: _Hlk33720261]2.1.1 研究样本
本文将选取2011-2018年全国2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数据作为整体分析样本，其中包括20个I类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武汉、大连、南京、成都、济南、西安、哈尔滨、杭州、合肥、长沙、南昌、苏州、无锡和厦门，以及7个Ⅱ类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南通、镇江、青岛、沈阳、宁波、福州和长春。[footnoteRef:1] [1:  I类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于2009年入选，Ⅱ类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于2016年开始入选
] 

2.1.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离岸KPO规模结构占比、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为兼顾表征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质与量，本文分别选用离岸 KPO 结构占比和离岸服务外包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各市商务局网站、《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十年发展报告》及历年《服务外包蓝皮书》。对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而言，KPO是高附加值细分业务，具备高技术和知识密集的特性，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中 KPO 业务占比越大，说明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越优化。
（2）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 
借鉴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33]的方法，本文将使用G-P指数乘以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实际执行效果来测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假设表示G-P方法计算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表示一个国家在t时刻的执行效果，那么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可表示为： 
                                                               （1）
G-P指数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而且使用率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评价指标，主要通过对各国专利法的评价来测度。G-P指标一共可以分为5个细分指标，（1）专利覆盖范围；（2）是否为国际条约的成员；（3）权利保护的丧失程度；（4）执法措施；（5）保护期限。每个一级指标满分为1分，下面又分为若干个二级指标，把每个一级指标中所有二级指标的得分之和除以二级指标的个数即为一级指标的得分。最后，5个一级指标的累加和即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总得分，分数越高表明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
韩玉雄和李怀祖也构建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指标，主要包括：（1）各城市的人均 GDP；（2）成人识字率；（3）律师比例；（4）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时间；（5）是否为 WTO 成员。本文在计算执行效果时，考虑到在度量社会公众意识时，把“人均专利申请量”作为代理指标则更有针对性（姚利民和饶艳，2009）[34]，所以本文把韩玉雄和李怀祖构建的“执法力度”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替换成了人均专利申请量。综上，“执法力度” 的值介于0到1之间，0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完全没有落实，1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被全部落实。该“执法力度”指标所涉及的数据来自于各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律师年鉴》。
（3）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文献，加入了其他5个可能影响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变量，详见表1。所有所选变量的描述统计详见表2。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
	变量含义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
	用离岸 KPO 结构占比度量
	各城市商务局网站、《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十年发展报告》及历年《服务外包蓝皮书》

	

	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规模
	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度量
	各城市商务局网站、《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十年发展报告》及历年《服务外包蓝皮书》

	IPR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通过G-P指数乘以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实际执行效果计算得出
	各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教育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律师年鉴》

	LC
	劳动力成本
	用各城市的年工资水平来反映
	各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

	OD
	对外开放度
	用“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表示
	国家统计局

	IC
	基础设施建设
	参照世界银行定义的经济基础设施范围，并结合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目
	各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

	HC
	人力资本
	通过教育成本法衡量，即对各层次受教育人口数量和教育支出进行加权平均
	各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

	FI
	金融支持水平
	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度量
	各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



表2 所选取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含义
	观测数
	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C

	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
	216
	%
	0.03 
	0.83 
	0.31 
	0.19 

	

	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规模
	216
	万元
	3.12
	536.80
	129.04
	133.67

	IPR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216
	无
	3.35 
	4.95 
	4.27 
	0.32 

	LC
	劳动力成本
	216
	万元
	3.64 
	14.98 
	7.04 
	2.00 

	OD
	对外开放度
	216
	%
	0.04 
	2.38 
	0.51 
	0.46 

	IC
	基础设施建设
	216
	亿元
	152.24 
	6309.92 
	1192.07 
	1002.81 

	HC
	人力资本
	216
	万元
	262.25 
	2988.84 
	1253.53 
	663.17 

	FI
	金融支持水平
	216
	亿元
	3.64 
	14.98 
	7.04 
	2.00 



2.2 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既可能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也可能抑制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所以基于这个逻辑，本文首先通过（1）式和（3）式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线性影响。为了进一步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我们在（1）和（3）式中加入了 ，得到（2）式和（4）式。
  （1）
																					 （2）
  （3）
																					 （4）
在上述各式之中，表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平方项，表示劳动力成本，表示对外开放度，表示基础设施建设，表示人力资本，表示金融支持水平，表示地区固定效应，表示随机扰动项。
2.3 计量结果及分析
2.3.1 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线性影响检验结果分析
（1）总体样本检验
关于模型形式的设定，由于F检验和Hausman检验都拒绝了原假设，所以本文主要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去验证。从表3的整体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无论被解释变量是离岸服务外包规模还是离岸服务外包KPO的结构占比，知识产权保护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而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与理论预期相符。因此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强可以促进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由规模扩张转变为规模质量双重提升。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金融支持水平和劳动力成本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人力资本、金融支持水平和劳动力成本会显著影响离岸服务外包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外开放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与预期不符，这可能是因为：从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后，贸易壁垒逐渐减少，对贸易的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我国的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自2010年起就在在一个较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开放度中高速发展，因此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不会非常显著。此外，当被解释变量是离岸服务外包规模时，基础设施建设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当被解释变量是离岸服务外包KPO的结构占比时，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础设施的完善更有利于离岸服务外包KPO的结构占比的提升。
（2）分组样本检验
为了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将2016年以前入选示范城市的分为I类城市，2016年以后入选的分为Ⅱ类城市。从表3的分组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无论被解释变量是离岸服务外包规模还是离岸服务外包KPO的结构占比，I类城市和Ⅱ类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差距不大，知识产权保护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与此同时，无论是在OLS回归还是固定效应回归中，Ⅱ类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系数都要大于I类城市，这可能是因为：和I类城市相比，Ⅱ类城市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因此在进行离岸服务外包活动时更加容易发生剽窃和侵犯发包商或其他企业知识产权的问题，此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加强对Ⅱ类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的正向影响会更大。在控制变量中，I类城市和Ⅱ类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但是在Ⅱ类城市中，当被解释变量为离岸服务外包KPO的结构占比时，人力资本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和I类城市相比，虽然Ⅱ类城市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廉价，但是Ⅱ类城市的人才供给无法匹配人才需求，这也导致了人才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对其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推动作用。
	
	所有城市
	I 类城市
	Ⅱ类城市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OLS
	FE
	OLS
	FE
	OLS
	FE
	OLS
	FE
	OLS
	FE
	OLS
	FE

	IPR
	1.16***
	0.26***
	2.88***
	0.37***
	1.07***
	0.72***
	0.24***
	0.29***
	1.52***
	1.04***
	1.56***
	2.33***

	
	 (5.98)
	 (7.83)
	 (3.08)
	 (2.31)
	 (3.84)
	 (2.74)
	 (2.37)
	 (4.06)
	 (3.32)
	 (3.13)
	 (1.90)
	 (1.83)

	LC
	-0.17**
	-0.15**
	-0.49***
	-1.97***
	-0.17*
	-0.07*
	-0.98***
	-1.77*
	-0.23**
	-0.32**
	-5.01***
	-3.35**

	
	(-2.18)
	(-2.03)
	(-1.81)
	(-6.02)
	(-1.67)
	(-1.72)
	(-3.11)
	(-4.81)
	(-2.31)
	(-2.25)
	(-2.54)
	 (5.23)

	OD
	-0.04 
	-0.02 
	-0.08 
	-0.21 
	-0.06 
	-0.02 
	-0.98 
	-0.25 
	-0.04 
	0.00 
	-0.19 
	-0.41 

	
	(-1.30)
	(-0.60)
	(-0.74)
	(-0.26)
	(-0.43)
	(-0.34)
	(-0.91)
	(-1.37)
	(-0.38)
	(-0.04)
	(-0.42)
	(-0.98)

	IC
	0.02**
	0.07**
	0.07 
	0.26 
	0.01*
	0.09*
	0.02 
	0.03 
	0.1**
	0.04**
	0.38 
	0.05 

	
	 (2.11)
	 (2.23)
	 (0.89)
	 (0.98)
	 (1.80)
	 (1.69)
	 (0.32)
	 (0.04)
	 (2.15)
	 (2.46)
	 (1.13)
	 (0.28)

	LC
	0.08***
	0.02***
	0.68***
	0.87***
	0.1***
	0.09***
	0.76***
	0.59*
	0.07 
	0.13 
	1.82***
	1.29***

	
	 (3.48)
	 (2.90)
	 (5.34)
	 (2.76)
	 (3.45)
	 (2.72)
	 (6.61)
	 (1.62)
	 (1.01)
	 (1.42)
	 (4.03)
	 (2.61)

	FI
	0.07***
	0.08***
	0.97***
	0.30***
	0.11***
	0.03***
	0.11***
	0.29***
	0.08**
	0.08**
	0.91**
	1.22***

	
	 (2.48)
	 (2.00)
	 (8.05)
	 (4.52)
	 (2.81)
	 (3.18)
	 (2.81)
	 (4.05)
	 (2.25)
	 (2.38)
	 (4.69)
	 (2.87)

	C
	-0.18***
	-2.91***
	-5.55***
	-6.87***
	-0.19***
	-0.01***
	-4.52***
	-5.41***
	-1.87***
	-0.84***
	-10.89***
	-12.82***

	
	(-6.37)
	(-4.43)
	(-4.93)
	(-3.13)
	(-3.74)
	(-2.47)
	(-3.50)
	(-2.15)
	(-3.75)
	(-2.83)
	(-4.41)
	(-3.24)

	N
	216
	216
	216 
	216
	160
	160
	160
	160
	56
	56
	56
	56

	R2
	0.32
	0.69
	0.78
	0.77
	0.28
	0.69
	0.61
	0.75
	0.53
	0.81
	0.58
	0.89

	F-test
	23.58***
	57.62***
	74.14***
	104.48***
	8.14***
	43.01***
	39.51***
	66.16***
	7.84***
	54.96***
	21.56***
	62.66***


表3 线性效果检验
2.3.2 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分析
由前文的机制分析可得，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因此，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平方项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出，无论被解释变量是离岸服务外包规模还是离岸服务外包KPO的结构占比，知识产权保护的拟合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平方项的拟合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型特征，即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初始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升级的影响以正向促进为主，进入后期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升级的影响以反向阻碍为主。
控制变量的拟合系数和显著性与线性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是，表4中每一个回归模型都可以计算出一个“最适强度”，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达到这一“最适强度”时，其对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净效应”达到最大。为了降低测算误差，本文将选取I类和II类示范城市的两个回归方案中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的平均值。从图2中可以看出，无论被解释变量是离岸服务外包规模还是离岸服务外包KPO的结构占比，所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I类和Ⅱ类服务外包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的平均实际强度均低于各自的“最适强度”，这表明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足以达到最适用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强度。
表4 非线性效果检验
	
	所有城市
	I 类城市
	Ⅱ类城市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OSOS
	
	OSOS
	
	OSOS

	
	OLS
	FE
	OLS
	FE
	OLS
	FE
	OLS
	FE
	OLS
	FE
	OLS
	FE

	IPR
	0.54*
	0.42*
	4.43***
	2.67***
	0.49***
	0.92***
	0.19***
	3.49***
	1.75*
	1.64*
	10.87***
	5.91*

	
	 (1.94)
	 (1.84)
	 (2.94)
	 (2.56)
	 (3.41)
	 (3.09)
	 (2.41)
	 (2.82)
	 (1.88)
	 (1.80)
	 (4.87)
	 (2.82)

	IPR2
	-0.02***
	-0.01***
	-0.49*
	-0.29***
	-0.02***
	-0.01***
	-0.02*
	-0.37***
	-0.13*
	-0.06*
	-1.25*
	-0.68***

	
	(-3.78)
	(-2.67)
	(-1.81)
	(-4.47)
	(-4.14)
	(-3.24)
	(-1.58)
	(-4.79)
	(-1.68)
	(-1.68)
	(-2.16)
	(-3.61)

	LC
	-0.12*
	-0.11*
	-0.64*
	-2.03*
	-0.16**
	-0.09**
	-0.99**
	-2.91**
	-0.19*
	-0.18*
	-2.01*
	-2.91*

	
	(-1.70)
	(-0.22)
	(-6.11)
	(-6.16)
	(-1.78)
	(-1.75)
	(-3.12)
	(-3.39)
	(-1.73)
	(-1.76)
	(-2.31)
	(-3.39)

	OD
	-0.01 
	-0.01 
	-0.08 
	-0.03 
	-0.05 
	-0.04 
	-1.40 
	-0.17 
	-0.10 
	-0.02 
	-0.25 
	-0.17 

	
	(-0.46)
	(-0.16)
	(-0.73)
	(-1.34)
	(-1.48)
	(-0.79)
	(-1.32)
	(-4.52)
	(-1.04)
	(-0.32)
	(-0.55)
	(-0.76)

	IC
	0.03**
	0.06**
	0.08 
	0.85 
	0.01**
	0.08**
	0.03 
	0.11 
	0.14***
	0.03***
	0.29
	0.11

	
	 (2.11)
	 (2.12)
	 (0.89)
	 (0.94)
	 (2.39)
	 (2.42)
	 (0.33)
	 (0.61)
	 (3.40)
	 (3.09)
	 (0.97)
	 (0.61)

	HC
	0.07***
	0.02***
	0.68***
	0.89***
	0.1***
	0.06***
	0.60*
	1.27***
	0.09 
	0.13 
	2.01***
	1.27***

	
	 (3.01)
	 (2.58)
	 (5.27)
	 (2.79)
	 (4.53)
	 (3.96)
	 (1.55)
	 (2.57)
	 (1.30)
	 (1.55)
	 (4.27)
	 (2.57)

	FI
	0.07**
	0.1**
	0.07**
	0.92**
	0.11***
	0.02***
	0.88***
	0.02***
	0.18***
	0.16*
	0.68***
	0.45***

	
	 (2.46)
	 (2.21)
	 (2.46)
	 (2.66)
	 (3.48)
	 (2.65)
	 (7.38)
	 (14.40)
	 (3.82)
	 (1.96)
	 (3.26)
	 (2.63)

	C
	-0.85***
	-0.7***
	-5.61***
	-6.71***
	-0.31**
	-1.88**
	-1.08*
	-14.46***
	-0.73***
	-2.3**
	-6.36*
	-14.46***

	
	(-4.46)
	(-3.00)
	(-4.71)
	(-3.06)
	(-0.31)
	(-2.44)
	(-3.22)
	(-3.19)
	(-3.45)
	(-2.41)
	(-1.73)
	(-3.19)

	N
	216
	216
	216
	216
	160
	160
	160
	160
	56
	56
	56
	56

	R2
	0.31
	0.68
	0.58
	0.78
	0.29
	0.69
	0.75
	0.69
	0.51
	0.83
	0.66
	0.89

	F-test
	22.79***
	55.92***
	64.38***
	90.00***
	18.94***
	48.68***
	55.71***
	48.68***
	7.22***
	62.36***
	14.81***
	53.60***



[bookmark: _GoBack]图 2 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比较图
2.3.3 稳健性检验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IPR）是本文最核心的解释变量，所以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将使用其他测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指标做稳健性检验，并使用工具变量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其他测度方法
本文将参考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构建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参考吴超鹏和唐菂(2016)[35]以及沈国兵和黄铄珺(2019) [36]的研究，本文分别使用城市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和城市专利授权量作为其他测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指标。城市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主要从司法角度衡量城市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本文将选取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收录的各市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类审判结案数作为城市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的代理变量。专利授权量主要从行政角度衡量城市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本文专利授权量的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上式中，表示第t年城市j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该数值越大，表示城市j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代表第t年城市j的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或专利授权量； 代表第t年城市j的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或专利授权量；代表第t年中国整体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或专利授权量和；代表第t年中国的GDP。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和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一般的估计方法会使估计系数有偏和非一致，故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采用滞后一期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SLS)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定性。
城市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的结果见表5和表6检验1的内容，城市专利授权量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的结果见表5和表6检验2的内容。内生性检验的具体结果可见表5和表6检验3的内容。
（2）稳健性检验结果分析
由表5和表6可以看出，不管是使用其他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方法还是进行内生性检验，当被解释变量是离岸服务外包规模或者离岸服务外包KPO的占比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一次项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二次项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说明这些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规模升级之间的非线性特征依然存在。
当使用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测度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时，而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平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1.05低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最适强度1.10和产业规模升级的最适强度1.21。当使用专利授权量测度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时，而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平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0.42低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最适强度0.60和产业规模升级的最适强度0.56。同样的，当时用2SLS进行稳定性检验时，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规模升级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4.39和4.54均高于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平均值4.27。综上可得，我国目前仍然处于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阶段。控制变量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与前文的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也印证了前文计量分析得到的相关结果。
表5线性效果稳健性检验
	
	司法角度的稳健性检验
	行政角度的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相关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OLS
	FE
	OLS
	FE
	OLS
	FE
	OLS
	FE
	
	

	IPR
	0.02***
	0.01***
	0.12**
	0.35***
	0.02***
	0.02***
	0.21*
	0.13**
	0.79***
	4.03***

	
	(-2.55)
	(-6.35)
	 (0.06)
	 (2.35)
	(-7.57)
	(-4.07)
	 (1.64)
	 (2.06)
	(-2.72)
	 (3.91)

	LC
	-0.17*
	-0.18*
	-0.94***
	-1.99***
	-0.06*
	-0.21*
	-1.04***
	-1.98*
	-0.16**
	-0.14***

	
	(-1.88)
	(-1.95)
	(-3.28)
	 (6.25)
	(-1.92)
	(-2.21)
	(-3.64)
	(-6.35)
	(-2.33)
	(-1.63)

	OD
	-0.02 
	-0.04 
	-0.07 
	-0.02 
	-0.02 
	-0.04 
	-0.05 
	-0.25 
	-0.05 
	-0.19 

	
	(-0.63)
	(-1.03)
	(-0.61)
	(-0.13)
	(-0.78)
	(-1.14)
	(-0.45)
	(-1.03)
	(-1.36)
	(-0.59)

	IC
	0.01*
	0.06*
	0.02 
	0.24 
	0.01*
	0.05*
	0.03 
	0.12 
	0.02**
	0.06 

	
	(-1.92)
	(-1.92)
	 (0.19)
	 (0.94)
	(-1.91)
	(-1.80)
	 (0.33)
	 (1.52)
	(-2.14)
	 (0.48)

	LC
	0.06***
	0.02***
	0.65***
	0.86***
	0.01*
	0.02***
	0.56***
	0.76**
	0.04***
	0.73***

	
	(-2.51)
	(-7.61)
	 (5.01)
	 (2.72)
	(-1.80)
	(-8.55)
	 (4.01)
	 (2.43)
	(-5.61)
	 (5.45)

	FI
	0.09***
	0.08***
	1.02***
	0.31***
	0.09***
	0.03***
	0.97***
	0.31***
	0.13***
	0.91**

	
	(-3.00)
	(-2.00)
	 (8.39)
	 (4.52)
	(-2.77)
	(-3.18)
	 (7.82)
	 (4.75)
	(-3.50)
	 (4.69)

	C
	-0.96***
	-3.13***
	-2.75***
	-6.93***
	-1.02***
	-3.25***
	-4.77***
	-6.31***
	-0.22***
	-6.54***

	
	(-2.39)
	(-5.14)
	(-3.46)
	(-3.11)
	(-1.55)
	(-5.34)
	(-3.24)
	(-2.89)
	(-6.76)
	(-5.35)

	N
	216
	216
	216
	216
	160
	160
	216
	216
	189
	189

	R2
	0.22
	0.68
	0.56
	0.78
	0.2
	0.69
	0.57
	0.78
	
	

	F-test
	19.4***
	65.21***
	67.05***
	90.76***
	17.20***
	57.04***
	67.04***
	107.57***
	
	



表6 非线性效果稳健性检验
	
	司法角度的稳健性检验
	行政角度的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相关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
为产业规模

	
	
	
	
	
	
	

	
	OLS
	FE
	OLS
	FE
	OLS
	FE
	OLS
	FE
	
	

	IPR
	0.15*
	0.11*
	2.37***
	0.31***
	0.08***
	0.03***
	0.19***
	0.37**
	0.79*
	27.23**

	
	(-1.78)
	(-1.66)
	 (2.89)
	 (2.53)
	(-2.96)
	(-2.88)
	 (3.64)
	 (2.25)
	(-1.86)
	 (2.23)

	IPR2
	-0.06***
	-0.05*
	-1.02***
	-0.13*
	-0.07***
	-0.05***
	-0.20*
	-0.33*
	-0.09***
	-3.04**

	
	(-2.35)
	(-1.71)
	(-6.74)
	(-1.65)
	(-3.55)
	(-3.95)
	(-1.64)
	(-2.21)
	(-2.82)
	(-2.17)

	LC
	-0.07*
	-0.20***
	-0.92*
	-2.03*
	-0.08**
	-0.31**
	-1.06**
	-2.01**
	-0.21***
	-0.63*

	
	(-1.91)
	(-2.15)
	(-3.17)
	(-6.39)
	(-2.34)
	(-5.32)
	(-3.83)
	(-6.42)
	(-2.49)
	(-1.50)

	OD
	-0.01 
	-0.03 
	-0.05 
	-0.03 
	-0.03 
	-0.02 
	-0.04 
	-0.26 
	-0.01 
	-0.17 

	
	(-0.37)
	(-0.85)
	(-0.45)
	(-1.07)
	(-0.80)
	(-0.79)
	(-0.33)
	(-1.04)
	(-0.08)
	(-1.05)

	IC
	0.01**
	0.05*
	0.02 
	0.28 
	0.01**
	0.03**
	0.03 
	0.06 
	0.03**
	0.06

	
	(-2.57)
	(-1.71)
	 (0.21)
	 (0.11)
	(-2.57)
	(-1.04)
	 (0.32)
	 (1.14)
	(-2.08)
	 (0.59)

	HC
	0.06***
	0.02***
	0.64 
	0.85***
	0.6***
	0.01***
	0.6***
	0.73***
	0.07***
	0.76***

	
	(-2.35)
	(-3.75)
	 (4.93)
	 (2.71)
	(-2.21)
	(-1.66)
	 (4.04)
	 (2.34)
	(-2.77)
	 (5.37)

	FI
	0.10**
	0.09**
	1.03**
	0.93**
	0.10***
	0.1*
	0.97***
	0.32***
	0.08**
	1.14***

	
	(-3.21)
	(-2.56)
	 (8.27)
	 (2.39)
	(-3.17)
	(-1.62)
	 (7.85)
	 (4.87)
	(-2.30)
	 (7.01)

	C
	-0.94*
	-3.21***
	-2.92***
	-7.22***
	-1.04*
	-2.99***
	-1.08*
	-5.99***
	-1.31***
	-6.57*

	
	(-1.62)
	(-5.27)
	(-3.45)
	(-3.24)
	(-1.61)
	(-4.96)
	(-3.22)
	(-2.73)
	(-2.88)
	(-2.03)

	N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189
	189

	R2
	0.23
	0.69
	0.79
	0.56
	0.23
	0.68
	0.57
	0.78
	
	

	F-test
	18.01***
	56.9***
	38.43***
	58.54***
	17.6***
	55.84***
	60.15***
	92.53***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线性和非线性双视角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我国2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2011-2018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保护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呈现先扬后抑的“倒U型”，在未达到“最适强度”之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升级，在达到“最适强度”之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抑制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升级；（2）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仍然低于理论上的“最适强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3）知识产权保护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I类城市相比，Ⅱ类城市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更大；根据上述结论，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转型升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力度。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提升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升级。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国家制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而且地方政府也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力度。此外，政策指定部门应该考虑某些政策是否反而会外对服务外包企业的接包行为产生一定的阻碍，本文研究得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依然低于理论“最适强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因此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当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
（2） 对于不同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指定部门应当根据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目标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相同，所以一个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确定应当以该城市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目标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目前，I类城市的平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于Ⅱ类城市，因此Ⅱ类城市在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时可以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多多借鉴I类城市的政策。对于Ⅱ类城市来说，相比于I类城市，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影响是更大的，因此更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有利于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3） 重视对服务外包行业人才的培养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灌输。
随着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服务外包从业者需要掌握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等技能，但是我国这种复合型服务外包人才的缺口较大，这一现象也正在阻碍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升级。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复合型服务外包人才相关的培养体制，从而填补我国复合型服务外包人才的空缺。此外，在培养复合型服务外包人才的同时，我国还应该不断给服务外包人才灌输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各服务外包企业也要对涉及到离岸服务外包项目中核心机密的员工进行专门的知识产业保护培训，以防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出现核心机密的泄露问题，影响离岸服务外包项目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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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比较图
平均的最适强度	
所有城市	I 类城市	Ⅱ类城市	4.27	4.35	4.04	产业结构的最适强度	
所有城市	I 类城市	Ⅱ类城市	4.44	4.75	4.37	产业规模的最适强度	
所有城市	I 类城市	Ⅱ类城市	4.61	4.72	4.41	



